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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构建绿色创新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

环。学界对外资管制放松能否激励东道国绿色创新存在争议，“污染光环”假说与“污染天

堂”假说各执一词。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构造中

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指标，考察外资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

外资管制放松显著促进中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佐证了“污染光环”假说。机制分析表明，

外资管制放松引致国际绿色技术溢出，为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绿色技术；与此同时，涉污

加剧本土企业在外资流入后的生存压力，倒逼东道国企业借助绿色创新进行针对性应对。

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关联将扩大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范围，配套环境规制

与强化企业吸收能力将放大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为探寻高水平

对外开放下如何加速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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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24 年国务院印发的《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指出“外商投资是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重

要力量”。该《方案》将“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列为第一行动方案。高水平对外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学界关于外资引入能

否促进东道国企业绿色创新问题存在两个相悖假说：“污染光环”假说认为，外资企业更为先进的环

境友好型技术和理念能够产生示范和扩散效应，因此引进外资是促进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而“污

染天堂”假说认为，外资企业为了节约环境治理成本，可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污染密集型产业或

生产环节向东道国转移，这不仅会抑制东道国的绿色创新，还将加剧其环境污染。在此理论争议与

外资自由化的时代背景下，厘清外资管制放松能否激励中国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性和污染排放的负外部性（何小钢，2014） ［1］，学界普遍认为企业

缺乏绿色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衍生出一支研究绿色创新动因的文献。其中，从环境经济学视

角看，排污许可交易（齐绍洲等，2018） ［2］、绿色信贷政策（周肖肖等，2023） ［3］等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

可以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从创新经济学视角看，绿色技术等供给因素（Kesidou 和  Demi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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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4］、外部市场与社会期望压力等需求因素（Cai 和  Li，2018） ［5］以及环境规制因素（Rennings 
等，2006） ［6］是驱动绿色创新的决定因素。从战略管理视角看，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前提条件

（技术获得便利性等）与结果（绩效、声誉等）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因素（Hart，1995） ［7］。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引入外资便利企业学习国际技术，同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企业

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引入外资与东道国技术水平关系进行大量研讨，普遍认

为外资流入有利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一方面，外资流入将产生行业内技术溢出，具体包括知识外

溢、示范效应以及竞争效应，促进东道国技术的发展（武力超等，2022） ［8］；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不会

因行业间技术溢出损失知识和技术的租金，外资流入还将产生行业间技术溢出（Javorcik，2004 ［9］；王

然等，2010 ［10］）。然而鲜有文献围绕引入外资与东道国绿色技术创新展开。该领域普遍从区域和行

业层面出发，缺乏基于大规模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也少有外资引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机制的

探讨。同时，学界对于外资流入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存在争议。支持者从企业层面切入，提出外

资流入能够增加企业绿色创新资源投入（毕克新等，2014） ［11］，提升企业环保技术水平（李金凯等，

2017） ［12］和绿色技术进步能力（邵朝对等，2021） ［13］；从区域层面切入，提出外资流入对地区绿色技术

创新具有外溢效应（武力超等，2022） ［8］，强调在外资流入影响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过程中，环境

规制政策具有调节作用（徐敏丽和陈雪雯，2021） ［14］。反对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挤占东道国市场份

额，同时造成东道国企业绿色技术研发人员的流失（Young，1998） ［15］，从而抑制东道国的绿色创新。

基于现有研究的回顾，本文重点考察外资管制放松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解析外

资管制放松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进一步分析外资管制放松能否激励其他行业企业绿色

创新，探索配套环境规制政策、强化企业吸收能力能否放大外资管制放松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对比以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当前关于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主要采用上市公司数据，

而现有外资流入与东道国绿色创新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业和区域层面，本文从微观视角切入，

通过构建中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指标，运用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引入外资与东道国绿色创新的关

系，并从国际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与生存倒逼效应两个角度挖掘微观机理，这有助于更准确地认知

放松外资管制与东道国绿色创新的确切关系。（2）当前基于外资流入与绿色创新关系的研究主要

围绕行业内技术溢出，本文除了关注行业内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还关注跨行业的绿

色创新激励效应，丰富了现有关于外资流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3）本文进一步探讨

如何放大外资管制政策的影响效果，发现配套环境规制政策、强化企业吸收能力将扩大外资管制

放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这为促进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外资进入能否激励东道国绿色创新，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多数学者肯定外资管制放松对

东道国绿色创新的积极作用：其一，外资进入能够产生绿色技术外溢效应（武力超等，2022） ［8］，缩

短东道国绿色技术研发周期，从而促进其绿色创新；其二，外资进入改变东道国外部市场环境，倒

逼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而绿色创新能够帮助企业节约资源投入、降低污染处理成本、提升利润空

间、增强市场竞争力，因而面对外资竞争，东道国企业具备绿色创新动力。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外

资企业为了防止技术泄露，更倾向于以独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因此外资进入所产生的绿色技

术外溢效果可能较为有限（张宇和蒋殿春，2014） ［16］。但即便外资公司选择独资进入中国市场，产

业关联也将使外资企业的技术出现溢出（诸竹君等，2020） ［17］。此外，随着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环保领域的外资质量审核标准和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完善，有效规避外资将

高污染、高能耗生产环节向我国转移，增加了国际绿色技术溢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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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外资管制放松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初步分析

现实中，外资管制放松是否有助于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本文对外资管制放松与企业绿色创新

关系进行初步分析。图 1 为 2002 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前后，处于外资管制放松行业与

不变行业的中国工业企业平均绿色创新水平变动情况。结果显示，《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

后，处于外资管制放松行业的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幅度明显高于外资管制不变行业。上述结果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资管制放松对我国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激励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外资管制放松激励中国企业绿色创新。

2.外资管制放松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的绿色技术溢出渠道

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外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先进的生产技术是外资企业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逄增辉，

2004） ［18］。因此，学界普遍认可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Blalock 和  Gertler，
2008） ［19］。具体而言，引入外资将产生人员流动效应，经过外资企业培训的员工流动到东道国企业

后，能够传递其所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从而促进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陈琳和林珏，2009） ［20］；引入

外资也将拓宽东道国企业技术选择的范围（Wang 和 Blomström，1992） ［21］，增加企业生产过程中可选

择的技术类型；引入外资还能产生示范效应，为内资企业提供学习、模仿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

的机会（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 ［22］。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绿色技术领域。“污染光环”假说指出，放

松外资管制后，外资企业更为先进的绿色技术和理念将在东道国传播和扩散，产生绿色技术外溢效

应（武力超等，2022） ［8］。基于创新经济学视角的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理论，认为绿色技术是企业

从事绿色创新的重要供给因素（Horbach，2008） ［23］，外资管制放松后，国际先进绿色技术溢出将帮助

东道国企业学习和掌握先进绿色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战略管理视角的

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理论认为，企业是否具备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前提条件是企业绿色创新的

重要考量因素（Eiadat 等，2008） ［24］，外资管制放松后，国际绿色技术的溢出将为东道国企业学习绿

色技术提供便利性，为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提供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本文认为，外资管制放松

将产生绿色技术溢出，为企业绿色创新供给绿色技术并创造重要前提。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外资管制放松带来绿色技术溢出，激励企业绿色创新。

3.外资管制放松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的生存倒逼渠道

外资管制政策的不断放松也使企业面临外部市场环境调整，加剧行业内竞争（陈甬军和杨振，

2012） ［25］。“污染光环”假说的支持者认为外资企业具备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以及更环保的经营管

理理念（Eskeland 和  Harrison，2003） ［26］。这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在东道国树立起

良好的环保声誉，从而赢得竞争优势（Eiadat 等，2008） ［24］，可能使本土企业面临消费者需求偏好转

移以及更严峻的同行业竞争；另一方面，外资企业提升环保领域的社会期望，可能推进本国政府制

75



陈　雯，薛　炜，王威山　外资管制放松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

定更为严格的节能减排标准，导致本土企业尤其是高污染行业企业的进入门槛和退出风险提高。

从创新经济学视角看，消费者需求偏好、同业竞争压力、社会期望压力等需求因素（Cai 和  Li，
2018） ［5］以及环境规制因素（Rennings 等，2006） ［6］ 正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因此，外资

管制放松将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倒逼推力。基于战略管理视角的研究认为，绿色创新的结果，即

能否提升企业竞争与生存能力，也是影响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关键所在。而企业绿色创新将

从以下三方面提升企业竞争与生存能力：第一，企业绿色创新是企业创新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资

源节约型绿色创新同样能够通过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齐绍洲等，2018） ［2］降低企业生产成

本，从而增加企业效益和竞争优势；第二，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将提升企业的声誉，进而促进企

业市场份额的扩张与经济绩效的提升（Sharma 和 Vredenburg，1998） ［27］；第三，实施绿色创新战略为

企业符合环境标准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减少规制遵循成本（Hart，1995） ［7］。因此，本文认为外资管

制放松后，更严峻的外部竞争环境压缩了企业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企业的生存压力，最终倒逼企业

通过绿色创新进行针对性应对。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外资管制放松提升企业竞争与生存压力，倒逼企业绿色创新。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为研究外资管制放松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匹配了 2000—2010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并建立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Yft = α 0 + α 1FRIfit + λXft + δXfit + φf + ηt + εft （1）
其中，f、i和 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份。Yft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企业绿色专利数

量表征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申请类别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

设计专利三类。其中，发明专利所蕴含的技术含量、研发难度和成本较高，属于高质量创新；而其

余两类属于低质量创新。为了进一步研究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是否存在类

别差异，本文将专利类型进行细分①。FRIfit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f所处行业 i在
t年的外资限制指数。Xft和 Xfit分别为随时间变化的企业特征和企业所处行业特征。φf是企业固定

效应，ηt是时间固定效应。

2.变量构造

（1）被解释变量。Yft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齐绍洲等（2018） ［2］以及方先明和那晋领

（2020） ［28］以绿色专利表征企业绿色创新。本文使用企业绿色专利授权总数加 1 取自然对数作为企

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即 Innovationft=ln（1+企业绿色专利授权总数）。Patentfmft和 Patentsyft则
是采用相同度量方法构造的企业绿色发明创新水平和企业绿色实用新型创新水平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FRIfit表示企业 f所处行业 i在 t年的外资限制指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是我国规范外商投资领域最为重要的产业指导政策之一。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不同

版本所构建的外资限制指数，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样本期内不同行业受到的外资进入限制情况及

其变化②。因此，借鉴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苏丹妮和盛斌，2021 ［29］；邵朝对等，2021 ［13］），本文

①　由于外观设计专利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其结合等做出富有美感且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本文认为外观设计专利

并不能体现企业绿色创新。因此，本文仅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两类专利类型进行细分研究。

②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 2000—2010 年间经历三次调整，因此在外资限制类型识别过程中，本文根据样本数据时间的

不同，选择对应版本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外资限制类型识别。具体而言，本文分别使用 1997 年、2002 年、2004 年、2007
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识别 2000—2001 年、2002—  2004 年、2005—2007 年、2008—2010 年国民经济行业四位编码所对应

的外资限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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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构建外商投资限制指数，将属于禁止类、限制类、允许类和鼓励类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别赋值为 3、2、1 和 0，计算国民经济行业四位编码下的行业外资限制指数 FRIit，该
指数越小，表示行业 i外资管制越宽松，外资开放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的变量。包括：企业规模

（sizeft），本文使用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形式（lnsizeft）表示；企业经营年限（ageft），本文使用当年年份

与企业注册成立年份之差加  1 后取自然对数（lnageft）表示；企业资本密集度（klrft），本文使用经固定

资产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固定资产价格与职工人数的比值取自然对数（lnklrft）表示；是否为国有企业

（stateft），本文将国家资本金占实收资本金比值大于 0.5 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并赋值为 1，否则赋

值为 0；是否为出口企业（exft），本文将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 0 的企业定义为出口企业，并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HHIfit），本文通过构建赫芬达尔指数（HHI）控制市场

竞争的影响。同时，为了控制市场竞争的非线性影响（Aghion 等，2005） ［30］，本文加入 HHI的平方项

（HHIfit2）。

3.数据说明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包括中国专利数据库（以下简称为“专利数据库”）、《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下简称为“工企数据库”）。考虑到 2011 年前后，工业企业数据

库的规模企业统计口径发生显著变化①，本文将样本时间区间限定为 2000—2010 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 2010 年发布了《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将绿色专利分为七大

类，包括：替代能源生产类、交通运输类、能源节约类、废弃物管理类、农业/林业类、行政监管与设计

类和核能发电类②。本文按照 IPC 分类号将 WIPO 对绿色专利的划分标准与中国专利数据库进行

匹配，识别并统计了 2000—2010 年企业每年的绿色发明专利数、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绿色专利授

权总数等数据，以此作为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依据（Wurlod 和  Noailly，2018） ［31］。

由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并未严格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划分。因此，本文根据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涵盖的行业或产品内容，将 1997 年、2002 年、2004 年、2007 年版《外商

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分别与 2002 年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匹配③，得到以 2002 年版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为标准的四位编码外资限制类型。

工业企业数据库是本文控制变量的主要数据来源，本文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一系列数据处

理，具体处理方法如下：（1）剔除关键变量观测值缺失、不符合会计准则、职工人数少于 8 人、以及销

售额小于 500 万元的样本。（2）统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3）进行指标平减。本

文以 2000 年为基期，使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利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资产价格进行平减，利用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劳动者报酬进行平减，利用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工业销售额、新产品产值

等工业产值相关指标进行平减。

最后，本文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进行匹配得到研究所需的微观面板数据。同时，为了

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 1% 的缩尾处理。表 1列示了本文关键变量的描

①　2011 年前，规模企业的定义是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2011 年后，规模企业的定义是销售额 2000 万元以上的工

业企业。

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https：//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ipc/green-inventory/home。
③　本文匹配不同版本《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与 2002 年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基本思路是：根据 2002 年版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说明，将四位编码行业所对应的行业内容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相对应。由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与国民经济行

业四位编码无法一一对应，手工匹配过程中会存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某一外资限制类型所属行业能够对应多个国民经

济行业，或者多个外资限制类型所属行业对应同一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情况。针对一对多的数据匹配情况，本文将所有对应的国民

经济行业都归类为《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所属的外资限制类型。针对多对一的数据匹配情况，本文将这一国民经济行业归

类为混合类，由于混合类行业难以判断外资管制程度，本文将属于该行业的样本数据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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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Innovation）的均值为 0.005，最大值为 5.468，表明研究样本

中绝大多数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较低。细分类别发现，企业绿色发明创新（Patentfm）均值小于企业绿色

实用新型创新（Patentsy）均值，表明企业可能更倾向于进行研发难度较低的绿色实用新型创新。外资

限制指数（FRI）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0.871和 0.400，表明不同行业的外资限制程度存在差异。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Innovation

Patentfm

Patentsy

FRI

size

age

klr

state

ex

HHI

中文含义

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发明创新

企业绿色实用新型创新

外资限制指数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资本密集度

国有企业

出口企业

市场竞争程度

观测值

2040478
2040478
2040478
2040478
2040478
2040478
2040478
2040478
2040478
2040478

均值

0.005
0.002
0.003
0.871

220.689
9.021

85.036
0.255
0.269
0.017

标准差

0.083
0.055
0.063
0.400

365.229
9.121

141.506
0.436
0.443
0.030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12.000
0.000
0.605
0.000
0.000
0.001

最大值

5.468
5.468
4.382
3.000

2543.000
50.000

955.117
1.000
1.000
1.000

四、 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论证核心议题——外资管制放松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然后深入考察外资管制放

松对不同类别绿色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佐证研究结论。

1.基准回归

表 2列示了外资管制放松影响中国企业绿色创新、绿色发明创新以及绿色实用新型创新的基准

回归结果。列（1）~列（3）仅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外资限制指数估计系数均显

著为负。为缓解由时变企业特征和行业特征引致的遗漏变量问题，列（4）~列（6）加入控制变量，核心

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外资管制放松显著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外资管制放松不仅激

励企业的绿色实用新型创新，还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含量更高的绿色发明创新。假设 H1得到验证，对此

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外资管制放松所带来的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产生绿色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激励

国内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面，外资管制放松改变了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倒逼企业绿色创新。

表 2 基准回归

FRIfit

lnsizeft

lnageft

lnklrft

stateft

exft

-0.004***

（0.000）
-0.001***

（0.000）
-0.003***

（0.000）
-0.004***

（0.000）
0.004***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3***

（0.000）
0.002***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变量
（1）

Innovationft

（2）
Patentfmft

（3）
Patentsyft

（4）
Innovationft

（5）
Patentfmft

（6）
Patentsy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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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Ifit

HHI2fit

常数项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0.008***

（0.000）
是

2048924
0.281

0.004***

（0.000）
是

2048924
0.269

0.006***

（0.000）
是

2048924
0.232

0.007
（0.010）

0.003
（0.028）
-0.010***

（0.001）
是

2040478
0.281

0.005
（0.008）

-0.003
（0.026）
-0.005***

（0.001）
是

2040478
0.269

0.006
（0.006）

0.004
（0.015）
-0.007***

（0.001）
是

2040478
0.232

续表 2
变量

（1）
Innovationft

（2）
Patentfmft

（3）
Patentsyft

（4）
Innovationft

（5）
Patentfmft

（6）
Patentsyft

注：括号中为回归估计的标准误，所有回归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在 1%、5% 与 10% 显著水平下显著，下同

2.稳健性检验

（1）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法。为了更全面地测度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本文考虑替换核心被

解释变量。创新质量同样是衡量企业创新水平的重要维度，其中专利被引用水平是测度企业创新

质量的方法之一。参考何欢浪等（2021） ［32］，本文使用企业绿色专利被引证总次数加 1 后取自然对

数测度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表 3 列（1）列示了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核心解释

变量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性。

（2）更换外资限制指数构造方法。现有研究中关于外资限制指数的构造方法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为了检验外资限制指数构造方法差异是否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参考苏丹妮和盛斌（2021） ［29］，将

属于禁止类、限制类、允许类和鼓励类的国民经济行业分别赋值为 1、0.5、0.25和 0，重新估算行业外资

限制指数 FRI2fit。同样，该指数越小表示行业 i外资管制程度越低，外资开放水平越高。在更换外资限

制指数构造方法后，本文发现外资管制放松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的结论依然成立（表 3列（2））。

（3）控制同期政策冲击。在本文的研究期间内，企业绿色创新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政策的影响。

其中，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幅的关税削减可能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了排除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参考苏丹妮和盛斌（2021） ［29］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企业所处

制造业行业的投入品关税税率（tariff_inputfit）和产成品关税税率（tariff_outputfit）。这些关税数据来

源于 WITS 数据库。表 3 列（3）显示，控制制造业行业关税税率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保

持一致，表明本文主要回归结果不受同期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干扰。

（4）控制专利许可影响。大量研究表明，获取专利技术许可能够推进企业技术学习进程

（learning by licensing），是企业借助外部技术资源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策略（刘凤朝等，2015） ［33］。

但对于企业而言，获得专利许可提供了比自主创新更快且风险更低的技术升级渠道。对国外技术

许可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东道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缺乏自主性。外资管制放松将畅通外资企业对东

道国的专利许可渠道。为排除外资企业专利许可对东道国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在表 3 列（4）
中，本文加入了企业是否获得外资专利许可的控制变量（DFPLft）①，结果显示，外资专利许可对企业

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超过企业过度依赖产生的抑制作用，同时，研究结论在控制外资专利许可后依

然保持稳健。在表 3 列（5）中，本文进一步检验如果外资专利许可在行业内产生溢出效应是否影响

研究结论，结果显示，在控制行业获得外资专利许可的次数（FPLfit）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①　本文从 IncoPat 数据库中获得 2000—2010 年实施许可的专利，并截取其中许可人是外资企业的专利，随后将外资企业许

可专利的被许可人企业与样本数据匹配，构建企业是否获得外资专利许可的变量 DFPLft，若企业 f在 t年获得外资专利许可，则在 t

年及以后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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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稳健性检验 1
变量

FRIfit

FRI2fit
tariff_inputfit

tariff_outputfit

DFPLft

FPLfit

控制变量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1）
Innovation2ft

-0.003***

（0.001）

控制

是

2040478
0.249

（2）
Innovationft

-0.012***

（0.002）

控制

是

2040478
0.281

（3）
Innovationft
-0.003***

（0.001）

0.155***

（0.008）
-0.003

（0.004）

控制

是

1785912
0.275

（4）
Innovationft
-0.003***

（0.000）

0.001***

（0.000）

控制

是

2040478
0.281

（5）
Innovationft
-0.004***

（0.000）

0.060***

（0.015）
控制

是

2040478
0.281

（5）排除产业趋势影响。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改进也可能会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为了排除

产业发展时间趋势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参考苏丹妮和盛斌（2021） ［29］，本文使用行业-年份固定

效应代替年份固定效应。表 4 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研究结论在控制行业-年份高维固定效应后

依然保持稳健。

（6）更换估计模型与样本。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绿色专利数量，这类计数数据为

非负整数并含有大量“0”值。本文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和仅保留样本期间存在绿色专利的企业

两种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零膨胀负二项回归适用于存在大量零值并且方差大于期望的

数据，这与本文的数据结构相吻合。选用该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 列（2）所示，外资限制指

数的系数估计值依然显著为负。表 4 列（3）仅保留在样本期间内获得绿色专利的企业，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同样显著为负。因此，本文认为，虽然基准回归估计存在低估，但回归估计的

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本质变化。

（7）更换标准误聚类层级。当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时，需要考虑组间异方差

和组内自相关。聚类层级设置越高，标准误估计越稳健与保守，但也有可能因此低估相关性。本

文参考邵朝对等（2021） ［13］将标准误聚类层级调整为行业-年份层面①，即假定同一年同一行业的干

扰项之间存在自相关，表 4 列（4）的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未发生变化，结果依然保持稳

健。进一步地，本文考虑更为保守的行业层面聚类层级，虽然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有

所下降（表 4 列（5）），但依然支持外资管制放松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结论。

表 4 稳健性检验 2

FRIfit
-0.004***

（0.001）
-0.146***

（0.053）
-0.020**

（0.010）
-0.004***

（0.001）
-0.004*

（0.002）

变量
（1）

Innovationft

（2）
Patentft

（3）
Innovationft

（4）
Innovationft

（5）
Innovationft

①　大样本理论要求聚类数目足够大，以保证所估计的标准误收敛至真实值（Petersen，2009） ［34］，因此，部分文献将标准误聚

类到行业-年份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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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控制

否

是

否

是

2040478
0.281

控制

是

否

是

否

2180064

控制

是

是

否

否

42811
0.272

控制

是

是

否

否

2040478
0.281

控制

是

是

否

否

2040478
0.281

续表 4
变量

（1）
Innovationft

（2）
Patentft

（3）
Innovationft

（4）
Innovationft

（5）
Innovationft

3.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本文主要基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这一相对外生的外资管制政策构造

外资限制指数。通常情况下，国家外资管制政策的制定难以受到企业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存在

逆向因果的可能性较小。然而，外资管制放松与企业行为可能同时受某些非观测因素影响而产生

内生性问题（苏丹妮和盛斌，2021） ［29］。为此，本文通过引入外资限制指数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

最小二乘法（2SLS）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参考苏丹妮和盛斌（2021） ［29］，本文使用 OECD 发布的

印度外资管制信息作为中国外资限制指数的工具变量。从相关性看，印度放松外资管制的进程与

中国存在相似性，表 5 列（1）的估计结果显示，印度的外资限制指数与中国外资限制指数呈正相关

关系，验证了这一观点。从外生性看，中国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并不会对印度外资管制政策产生

影响，因此将印度的外资限制指数作为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表 5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

释变量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缓解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稳健。

（2）双重差分法。考虑到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内《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一共经历三次调

整，从内容调整的范围看，2002 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内容调整范围最大， 2007 年内容调

整范围次之，2004 年内容调整范围最小。因此，本文选取 2002 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作

为外生政策冲击。考虑到政策变动的影响具有时效性，也为避免受到 2007 年内容调整的影响，本

文最终选取 2000—2007 年作为双重差分估计的样本时间区间。本文构造的双重差分计量模型

如下：

Innovationft = α 0 + α 1Treatfi × Postft + λXft + δXfit + φf + ηt + εft （2）
其中，Treatfi是组别虚拟变量，如果企业 f所处行业 i为外资管制放松的行业，则该变量取 1，否

则取 0。本文参考 Lu 等（2017） ［35］，通过比对 1997 年版和 2002 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变

化，确定各行业所面临的外资管制限制的变化情况①，并且将外资管制强度放松行业定义为实验

组，外资管制强度不变行业定义为对照组。Postft是政策实施虚拟变量，鉴于 2002 年《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执行时间为 2002 年 4 月 1 日，参照 Lu 等（2017） ［35］，本文将 2002 年之前年份的政策实施

虚拟变量赋值为 0，2002 年赋值为 0.75，2002 年之后年份赋值为 1。控制变量、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

固定效应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表 5 列（3）的结果显示，交乘项 Treatfi×Postf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①　某一行业在 2002 年所面临的外资管制强度相对变动情况一共有四种，分别是：（1）外资管制强度放松，即该行业 2002 年

的外资管制强度低于 1997 年；（2）外资管制强度不变，即该行业 2002 年的外资管制强度与 1997 年相同；（3）外资管制强度加大，即

该行业 2002 年的外资管制强度高于 1997 年；（4）外资管制强度待定，即难以比较该行业 2002 年与 1997 年的外资管制强度，这种情

况是由于该行业 1997 年与 2002 年中有一年或两年同时被识别为外资管制混合类行业。由于混合类行业难以确定该行业的外资

管制强度，因此在基准回归过程中本文将混合类行业数据予以剔除。通过与本文所研究的微观数据库匹配，最终确定 82 个外资

管制强度放松行业作为实验组，430 个外资管制强度不变行业作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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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政策引起的外资管制放松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双重差分法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

致，进一步佐证研究结论的可信性。

表 5 内生性检验

变量

FRI-IVfit
FRIfit

Treatfi×Postft
控制变量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K-P Wald F 统计量

K-P rk LM 统计量

（1）
第一阶段

FRIfit
0.276***（0.010）

控制

是

1002061

704.02［0.0000］
691.54［0.0000］

（2）
第二阶段

Innovationft

-0.047***（0.013）

控制

是

1002061
-0.0144

（3）
DID 估计

Innovationft

0.002***（0.000）
控制

是

1525932
0.239

注：方括号中为统计量的 p 值

本文进一步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外资管制放松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进行

实证检验。回归模型如下：

Innovationft = α 0 + ∑
τ=2000，τ≠2002

2007
βτTreatfi × 1( )τ = t + λXft + δXfit + φf + ηt + εft （3）

其中，1（·）代表示性函数，若 t期在集合之内则为 1，反之为 0。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以外资

管制政策变动当年（2002年）为基期，绘制动态效应图（图 2）。其中，横坐标代表年份，纵坐标为系数

估计值，垂直线段代表 95% 的置信区间。如图 2所示，在外资管制政策发生前，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

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 2002年政策冲击前具有相同变化趋势，基本通过平行趋势假

设检验。而外资管制政策调整后的结果显示，外资管制政策放松将显著地激励企业绿色创新。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五、 机制分析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通过实证检验挖掘外资管制放松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绿

色技术供给是绿色创新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将探讨外资管制放松是否带来绿色技术溢出，以及

这种绿色技术溢出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同时，市场环境与绿色创新效益是企业实施绿色创新

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本文将考察外资管制放松后外资污染转移或环保技术、理念引入是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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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企业生存难度，以及企业能否通过绿色创新破解此类生存困境。

1.绿色技术溢出机制

为了检验外资管制放松后是否带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以及绿色技术的溢出能否为企业实施

绿色创新战略提供技术支撑，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监测数据库

进行匹配，参考 Oh 和 Heshmati（2010） ［36］采用 MLPI 方法，以汇总的行业从业人数、实际资本存量和

能源消费量作为投入变量，行业总产值不变价和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产出变量，计算各行业

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如下模型检验外资管制放松的绿色技术溢出机制：

Probit ( )BGTFPit = α 0 + α 1FRIit + λXit + φi + ηt + εit （4）
表 6 列（1）以行业 i在 t年是否出现绿色技术进步（BGTFPit）作为被解释变量，即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大于 1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Probit回归①结果显示，外资管制放松产生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促

进外资管制放松行业的绿色技术进步。进一步地，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加入外资限制指数与

企业是否处于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行业的交乘项（FRIfit×HGTFPfit），结果列示于表 6 列（2），结果显

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外资管制放松带来的绿色技术溢出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重要的

技术支撑，使企业更容易满足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前提条件。综合上述回归结果，本文认为，外资管

制放松将通过绿色技术溢出带动东道国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验证了研究假设 H2。

Javorcik（2004） ［9］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合资企业具有积极的技术扩散效应，相

反，外商独资企业能够产生的技术扩散较为有限。其可能的原因是，通常外资企业的技术相较于

我国企业更为先进，技术差距使得外资企业面临技术泄露风险，当内外资技术水平差距较大时，为

了保护自身专利技术，外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进入东道国，从而降低技术扩散风险，这对外资

企业先进技术溢出产生抑制作用（许晓娟，2009） ［37］。因此，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外资管制放松的绿

色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受外资企业进入方式的影响。参考杨光和孙浦阳（2017） ［38］，本文将港澳台资

本金和外商资本金加总占企业实收资本比值大于 0.25 的企业定义为外资企业，反之将其定义为内

资企业；在外资选择的进入方式识别中，本文将港澳台资本金及外商资本金加总等于企业实收资

本的企业视为外商独资企业，外资选择的进入方式为独资进入，反之，外资选择的进入方式为合资

进入。本文构建外资进入方式虚拟变量（Entryft），当企业选择合资方式进入时，该虚拟变量赋值为

1，选择独资方式进入时该虚拟变量赋值为 0。表 6 列（3）以外资企业为观测样本，进一步加入

FRIfit×HGTFPfit×Entryft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较于独资进入的

外资企业，选择合资进入的方式更能促进外资企业绿色创新。换言之，外资流入的绿色技术溢出

效应主要源于合资企业。随后，本文也探究了外资管制放松是否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渠道影响内资

企业的绿色创新。本文剔除了外资企业，将回归样本限制于内资企业，回归结果见表 6 列（4）。结

果显示，外资管制放松对内资企业的绿色技术溢出将使内资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表 6 绿色技术溢出机制分析

FRIit

FRIfit×HGTFPfit

FRIfit×HGTFPfit×Entryft

-0.225*

（0.134）
-0.003***

（0.000）
-0.001***

（0.000）

-0.003**

（0.001）
0.000

（0.000）
-0.003***

（0.001）

-0.004***

（0.001）
-0.001***

（0.000）

变量
（1）
BGTFPit

（2）
Innovationft

（3）
Innovationft

（4）
Innovationft

①　行业层面的回归标准误均聚类到行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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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伪 R2

控制

是

是

否

3326
0.207

控制

否

是

是

2040478
0.281

控制

否

是

是

451533
0.321

控制

否

是

是

1334732
0.250

续表 6
变量

（1）
BGTFPit

（2）
Innovationft

（3）
Innovationft

（4）
Innovationft

注：Probit回归无调整的 R2值，全文的 Probit 回归汇报伪 R2

2.生存倒逼机制

由于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相较于一般创新而言，企业更缺乏绿色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因此，外资管制放松后，外部市场环境变动是否会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是本文论证的内容。

首先，本文检验了涉污是否加剧本土企业在外资管制放松后面临的生存压力。本文将研究样

本聚焦于本土企业，以行业进入企业数量对数值（Entrantsit）以及净退出数量对数值（Netexitit）作为

被解释变量。表 7 列（1）的结果显示，外资限制指数与是否为高污染行业的交乘项（FRIit×HPoit）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外资管制放松后高污染行业面临更高的行业准入门槛。表 7 列（2）进一步表明，

外资管制放松后高污染行业的存续企业还将面临更高的退出风险，但存续企业也将获得更多的市

场利润与资源。综上所述，相较于其他行业而言，高污染行业的外资管制放松引致更激烈的外部

竞争，挤压本土企业的生产空间，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而导致高污染行业企业有别于其他行业

企业的可能原因是：第一，根据“污染天堂”假说，外资企业倾向于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与生产环

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高污染行业企业相较于其他行业企业可能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第

二，根据“污染光环”假说，外资企业具备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以及更清洁环保的经营管理理念，绿

色技术与理念有助于外资企业树立良好的环保声誉，赢得消费者口碑，进而挤占本土企业市场份

额；第三，依据“污染光环”假说，外资企业进入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社会期望压力，促使东道国政府

制定更为严格的环保减排标准，增加了企业的进入标准，同时也倒逼存续企业跨越更高的政策

门槛。

其次，本文检验上述推论中“污染天堂”假说是否成立。表 7 列（3）中本文以行业外资企业数量

占比（Propforeignit）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外资管制放松后高污染行业相较于其他行业是否涌入更多

外资企业。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外资管制放松后，中国的高污染行业相较于其他行业并未出

现更显著的外资污染企业转移。借助表 7 列（3）的实证结果，本文排除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影响渠

道。因此，外资管制放松导致国内市场需求偏好转移与环保标准提升，才是高污染企业面临严峻

市场竞争的重要原因。

最后，本文检验了绿色创新是否有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应对外资管制放松引致的生存困境。

本文分别把本土企业是否存续（Bsurvivalft）和本土企业市场份额（Marketshareft）作为被解释变量。

表 7 列（4）和列（5）的结果显示，外资限制指数和企业是否进行绿色创新的交互项（FRIfit×Dinvft）系数

均显著为负，表明实行绿色创新战略通过减少企业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提升企业的形象声誉、减

少遵循规制成本等途径有效地增加了企业效益，提高企业存活率与市场竞争力。

综上所述，外资引入绿色技术与环保理论改变了市场需求与环保政策，对东道国企业形成生

存倒逼压力，迫使东道国企业借助绿色创新进行针对性应对，最终推动企业绿色创新，验证了研究

假设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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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生存倒逼机制分析

变量

FRIit

FRIit×HPoit
FRIfit×Dinvft
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伪 R2

（1）
Entrantsit0.043
（0.064）
0.324***

（0.099）

控制

是

否

是

4023
0.912

（2）
Netexitit-0.091

（0.323）
-0.670*

（0.401）

控制

是

否

是

524
0.799

（3）
Propforeignit0.015
（0.012）

0.014
（0.015）

控制

是

否

是

4610
0.940

（4）
Bsurvivalft0.008
（0.005）

-0.183***

（0.026）
控制

是

否

是

1462000
0.197

（5）
Marketshareft0.000***

（0.000）

-0.001*

（0.001）
控制

否

是

是

1334732
0.633

六、 进一步分析

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将继续丰富外资管制放松与企业绿色创新领域的经验研究，考察外资

管制放松后跨行业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同时，深入挖掘文章的现实意义，探寻在持续放松外资管

制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外资攻关绿色创新的可行路径。

1.产业关联分析

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上下游关联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诸竹君等，2020） ［17］。一方面，上游行业

的外资管制放松能够为下游企业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杨光和孙浦阳，2017） ［38］，

从而使下游企业在“干中学”中增强创新能力（Burstein 和  Alexander，2009） ［39］；另一方面，上游行业

的外资自由化能够丰富中间品市场，降低下游企业成本并促进其技术进步。技术溢出效应和成本

节约效应共同促进下游企业技术进步（何欢浪等，2020） ［40］。

为了进一步分析上游节能环保清洁行业的外资管制放松对于下游行业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

响，参考孙浦阳等（2015） ［41］的做法，本文在已有外资限制指数的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表中提供的

投入产出信息，构建上游节能环保清洁行业外资限制指数（UPFRIit）。该指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UPFRIit =∑
u

FRIiut × μui （5）
其中，FRIiut表示行业 i在 t年的上游行业外资限制指数；μui为产业间投入产出系数，反映节能环

保清洁行业 u与行业 i的投入产出关系，本文通过行业 i使用节能环保清洁行业 u产品作为中间投

入在其全部中间投入品中所占比重测度 μui。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Yft = α 0 + α 1UpFRIfit + λXft + δXfit + φf + ηt + εft （6）
参考孙浦阳等（2015） ［41］，本文使用 2002 年中国 122 个部门间的投入产出表确定产业间投入产

出系数。节能环保清洁产业根据 2021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节能环保清洁产业统计分类（2021）》
确定①，并与 2002 年国民经济行业代码相匹配。

如表 8列（1）~（3）所示，企业绿色创新、绿色发明创新以及实用新型绿色创新所对应的节能环保清

洁行业上游外资限制指数（UpFRIfit）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上游节能环保清洁行业外资限制的

放松，能够有效促进下游企业绿色创新。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上游节能环保清洁行业外资管制放松后，

上游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能够为下游行业企业提供大量绿色且高质量的中间

品。这一方面帮助下游企业节约成本，使得下游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投入，从而提升企业绿

①　国家统计局：《节能环保清洁产业统计分类（2021）》，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97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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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创新水平；另一方面，下游企业能够学习模仿上游节能环保清洁行业企业的绿色生产技术，缩短下游

企业研发周期，促进绿色创新。因此，产业关联扩大了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范围。

2.环境规制政策配套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企业绿色创新动因研究中，环境规制作为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政策一直备受

学界关注（姜广省和卢建词，2023） ［42］。“波特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使企业为了降低昂贵

的环境规制成本而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现有研究已对“波特假说”进行较为丰富的论证。多数学

者认为“波特假说”在我国确实存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出台能够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景维民和

张璐，2014 ［43］；陶锋等，2021 ［44］）。外部规制压力能够在知识溢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发挥积

极的调节作用（杨立成等，2023） ［45］。并且，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异质性，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对

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 ［46］。

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检验组合配套外资管制与环境管制政策能否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创

新，同时对“波特假说”进行验证。参考岳立等（2022） ［47］，本文使用省际层面的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占 GDP 比重测度区域环境规制强度（Policyrt）。省级年度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

年鉴》。通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环境规制指标和环境规制与外资限制指数的交乘项，本文

检验了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 8 列（4）~（6）所示。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和绿色发明创

新以及实用新型绿色创新所对应的外资限制指数和环境规制强度的交乘项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配套环境规制使企业面临更大的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将倾向于进行绿色创新活动，此时外

资管制放松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将被放大。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

说”，与现有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景维民和张璐，2014 ［43］；陶锋等，2021 ［44］）。

表 8 进一步分析——基于产业关联、环境规制政策配套的分析

变量

UpFRIfit

FRIfit×Policyfrt
控制变量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1）
Innovationft-0.001***

（0.000）

控制

是

2277099
0.259

（2）
Patentfmft-0.000**

（0.000）

控制

是

2277099
0.245

（3）
Patentsyft-0.001***

（0.000）

控制

是

2277099
0.214

（4）
Innovationft

-0.322***

（0.050）
控制

是

2039974
0.281

（5）
Patentfmft

-0.164***

（0.034）
控制

是

2039974
0.269

（6）
Patentsyft

-0.231***

（0.041）
控制

是

2039974
0.232

3.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来技术溢出，但是企业实际获取其他国家或企业的技术和知识并非

一个自动化过程，而是需要企业具有吸收和使用其他国家或企业先进技术与知识的能力（Wang 和

Blomström，1992） ［21］。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吸收

能力。吸收能力强的企业能够更高效地学习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

（曾国安和马宇佳，2020） ［48］。为了检验上述创新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绿色创新，本文从人力资本

水平、企业规模两方面讨论强化企业吸收能力能否放大外资管制放松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1）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不仅能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还能影响技术扩散和企业

的消化吸收能力。为了检验具有高人力资本的企业是否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绿色技术溢出

有更强的吸收效果，本文参考蒋伏心等（2013） ［49］，将高于行业平均工资水平的企业定义为高人力

资本企业（Hcapft），并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表 9 列（1）~（3）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系数均显著

为负。这说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将强化企业吸收能力，从而使企业从外资流入中获得更多的绿

色技术溢出，加快企业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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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规模。相比于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在生产规模上更具优势。因此，企业规模同样

可能是影响企业吸收外资先进绿色技术的重要因素。参考邵朝对等（2021） ［13］，本文将高于行业平

均规模的企业定义为大规模企业（Bsizeft），并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表 9 列（4）~（6）的回归结果

显示，大规模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吸收能力，外资管制放松对于大企业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

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培育具有市场势力的大规模企业或引导大规模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是充

分利用外资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可行举措。

表 9 进一步分析——基于企业吸收能力的分析

变量

FRIfit

FRIfit×Hcapft
FRIfit×Bsizeft
控制变量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1）
Innovationft
-0.003***

（0.000）
-0.006***

（0.000）

控制

是

2040478
0.281

（2）
Patentfmft

-0.001***

（0.000）
-0.003***

（0.000）

控制

是

2040478
0.269

（3）
Patentsyft
-0.002***

（0.000）
-0.004***

（0.000）

控制

是

2040478
0.232

（4）
Innovationft
-0.002***

（0.000）

-0.002***

（0.000）
控制

是

2040478
0.281

（5）
Patentfmft

-0.001***

（0.000）

-0.001***

（0.000）
控制

是

2040478
0.269

（6）
Patentsyft
-0.002***

（0.000）

-0.001***

（0.000）
控制

是

2040478
0.232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持续放松外资管制的时代背景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匹配 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

据库以及《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考察外资管制放松能否激励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得到如下研

究结论：（1）外资管制放松促进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不仅激励中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实用新型创新，

还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含量较高的绿色发明创新。（2）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外资进入尤其是合资企业的

进入带来绿色技术溢出，便利中国企业学习国际先进绿色技术，进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与此同时，

外资引入带来的绿色技术与理念改变了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倒逼东道国企业借助绿色创新进

行应对。（3）上游节能环保清洁行业的外资管制放松能够促进下游企业的绿色创新，即产生跨行业的

绿色创新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扩大了外资管制放松的影响效应范围。（4）组合配套外资管制政策与环

境规制政策，强化企业吸收能力，都将显著放大外资管制放松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

在理论启示方面，本文将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相关理论引入外资管制放松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的研

究体系中，通过挖掘外资管制放松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生存倒逼效应来源和绿色创新经济效益，拓展了

外资管制放松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分析。同时，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外商投资，引流国际先进绿色技术。外资管制放松将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因此，在持续

放开外资管制的背景下，一方面，政府应继续加大对节能环保领域外资的吸引力度，通过实施节能环保

外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节能环保外资企业国内盈利再投资暂不征预提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具

有先进绿色技术与绿色经营理念的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应着力畅通绿色创新要素

流动，通过为相关领域外籍引进人才来华工作、停居留等事项提供便利，畅通绿色创新人才要素流动；通

过鼓励内外资企业在绿色创新领域共性技术的研发合作，支持外资企业、外资研发机构、合资企业平等

参与国家生态领域重点研发计划和科技重大专项等科技计划项目，打破绿色技术要素流通壁垒。

第二，组合配套政策，完善环境规制制度。配套外资管制与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有效地激励企业绿

色创新。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注重对外资质量的审查，通过构建技术规范、排放标准等命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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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体系，加强对外资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督执法力度，避免外资企业将高污染、高能耗环节向中国转

移，警惕中国成为外资企业的“污染天堂”。与此同时，持续推进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协调配合，通过

完善相对薄弱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制度，建设相辅相成的多样化环境规制体系，具体包括综合多方因

素审慎核定和分配外资企业的初始排污指标、强化排污权交易过程监管、构建涉外企业和外资企业绿色

税收体系等方式，让节能减排“有利可图”，进而引导外资企业向东道国企业转移绿色创新技术。

第三，强化企业吸收能力，培育企业绿色发展理念。放松外资管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程

度不仅取决于外资流入带来的绿色技术转移与溢出，还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为更

有效地吸收国际先进绿色技术，政企双方需协调配合，共同发力。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开展员工绿

色化转型方法论和技能培训，积极组织员工参与绿色技术发展前沿交流会，引导员工“干中学”，提

升企业员工绿色化转型素养和环保意识；本土企业可以主动谋求与外资企业、外资研究机构共建

绿色技术研发中心，不断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吸收能力与研发创新水平。政府可以引导大企业持续

关注并对接国际环境标准，为大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打造产学研平台，充分发挥大企

业的资金融通和技术储备优势，引导大企业学习外资引入的绿色技术，增加绿色创新研发投入和

成果转化；同时，构建绿色技术创新借贷机制，完善普惠小微绿色金融服务，通过降低企业绿色研

发融资成本，提高绿色创新融资可得性，引导中小企业绿色化转型，激励中小企业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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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China’s economy transitions from extensive development to the new paradigm of “innovation，coordination，
greenness，openness，and sharing”，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rket‑oriente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style green moderniz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the Chinese patent database to gauge 
the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ese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green patents. It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elaxed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emphasizing a “market orientation”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e “pollution halo” hypothesis，demonstrating that the 
relax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ese enterprises .
Subdividing patent types reveals that the relax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 positively impacts both corporate 
green invention patents and corporate green utility model patents.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green technology and the 
imperative effects on survival constitute two pivotal operative mechanisms.Mechanistic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elax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controls accelerates the international spillover of green technology and places indigenous polluting 
enterprises under more formidable survival pressures.This compels host‑country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hrough 
targeted measures utilizing green innovation.Furthermore，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y linkages，policy 
support，and enhanced absorptive capacity i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 impacting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industry linkages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 on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as the relax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 in the upstream energy 
conserv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 clean industries stimulates green innovation in downstream industries. The 
relax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coupl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Enhancing absorptive capacity amplifie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relaxed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 on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This paper provides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for 
advancing corporate‑driven green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 carbon” landscape.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structured around three key dimensions：Encourag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facilitate the inflow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green technologies； formulating a comprehensive suite of policies and refin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systems； and enhancing corporate absorptive capacity while nurturing a philosophy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 paper’s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Firstly，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contentious iss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and host‑country green innovation by constructing a green innovation indicator 
for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from 2000 to 2010.Utilizing a substantial volume of micro‑level corporate data，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icro‑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relax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regulations influences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It tackles this issue from two perspectives：the international spillover effects of green technology and the survival 
pressures stemming from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market，shedding light on the micro‑leve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mpact of the relax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regulations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This endeavor contributes to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ci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x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 and host country 
green innovation.Secondly，beyond focusing solely on the impact of intra‑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the paper also pays heed to the cross‑industry green innovation incentives generated by the relax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thereby enriching the existing discourse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foreign inflows an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rdly，to augment the policy relev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conclusions，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t furnishes empirical 
evidence grounded in the realm of enterprises，guiding efforts aimed at catalyz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industry linkage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bsorpt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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